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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星拱是较早在中国宣传科学方法，推崇科学精神，并躬耕于科学教育事业，对科学哲学发

展有积极贡献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穷一生之力普及科学知识，并力争发扬科学的“明物致用”价值，力

促科学与人文结合，力图以科学方法为武器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科学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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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Xinggong was among the early scholars and educators, who spread scientific methods, 
advocated scientific spirit and dedicated to the caus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ry China.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populariz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bringing the scientific function of “clarifying the laws of 
things and meeting people’s needs” into play, in order to develop people’s wisdom, to improv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hought level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as weapons and to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science. 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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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拱

“五四”运动前后，大

批政府外派留学生学成归

国。在“科学救国”思想

指导下，他们回国后或从

事教育工作、或著书立说、

或创办报刊杂志、或直接

兴办学校，在中国传播科

学 思 想， 提 倡 科 学 方 法，

推动中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星拱是这些人之一。

一、王星拱生平及其主要的科学活动
 

1. 王星拱生平

王 星 拱（1888-1949）， 谱 名 芳 辰， 字 抚 五，

安徽怀宁人。1902 年，王星拱考入新式安徽高等

学堂，并在此得到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赏识。

1908 年，王星拱以安徽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身份

倡导用科学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对国民进行科

学启蒙，为唤醒国人科学意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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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国伦敦理工大学学习化学。1910 年，他在吴

稚晖、石瑛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 年，他

与留英同乡丁绪贤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最早的留

学生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后与留美学生

任鸿隽等人发起成立的同名团体合并）。[1]1916年，

王星拱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受聘于北京大学，

先后任化学系教授、二院主任及总务长。1927 年

4 月，受李大钊事件牵连，王星拱被迫赴南京，后

于第四中山大学短暂任职。1928 年，受时任南京

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指派，王星拱赴武

汉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的筹建工作，并先后担任理

工学院院长、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等，

期间于 1929 年 8 月至 1930 年 6 月兼任安徽大学校

长，1933 年开始任武汉大学校长至 1945 年。此后

他于 1945 年至 1948 年出任中山大学校长，1948 年

离任返乡后积劳病发，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海。

逝后上海市长陈毅送挽联称其为“一代完人”。[2]

2. 王星拱早期的科学活动

王星拱早期（离开北京大学前）主要通过结社、

讲学（授课）、论战、撰稿、著书和翻译等形式参

与科学活动，介绍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传

播科学精神，成为活跃于近代中国科学界的重要

人物，且为中国科学的普及和科学哲学的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在结社方面，早在英国留学期间，王星拱就

于 1912 年与丁绪贤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王星拱与陈独秀等人一起

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俱乐部，为《新青年》《少年

中国》《新潮》等进步期刊撰稿和编辑发表了一批

科学论文。

在讲学方面，自 1918 年始，王星拱在北京大

学文科学生中开设了意在培养文科学生科学素养

的《科学概论》课程，讲授科学方法，并将科学史、

自然辩证法、进化论、相对论等内容纳入科学课

程体系，这是近代中国最早开设的科学哲学课程。

根据王星拱的课程讲稿编撰的《科学方法论》一书，

成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科学方法论专著”。[3]

在论战方面，处于科学中心的王星拱也积极

参与 1923-1924 年“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他在

论战中撰文《科学与人生观》，明确提出“科学可

以解决人生问题”，（[4]，p.286）甚至还主张“科

学万能论”以支持科学派。

在著述方面，王星拱的论著主要包括一系列

科学论文和两本专著及一本译著。论文方面，据

统计，1918 年到 1921 年王星拱在《新青年》上发

表的文章就多达 10 篇，[5] 在《学灯》《新潮》《中

兴周刊》《少年中国》等报纸、刊物上，他也发表

了不少文章，内容主要集中在介绍科学知识和方

法，讨论社会问题和传播科学精神。著作有《科

学方法论》和《科学概论》两部，分别于 1920 年

和 193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及商务印书馆初版。

《科学方法论》一书中加入王星拱自身理解提出的

“综合和推较”，以及“权量、分类和例外之应付”

的方法“比较独特”。[6]《科学概论》则是在《科

学方法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书中除

介绍当时比较先进的相对时空观，生物进化与球

面沿革（地球发展）等科学理论外，还阐述了王

星拱对科学与哲学，科学解决人类社会伦理问题

的初步看法。此外，他还翻译了一部英国哲学家

罗素著的《哲学中之科学方法》，由商务印书馆于

1921 年出版。

3. 王星拱为教育作出的努力

王星拱早期的科学活动限于经验和资历水平，

主要体现在结社、讲学和科学论战、著述等方面。

随着经验与资历的增长，其才干得到各方赏识，

逐渐由教学岗位转向管理岗位。在北京大学期间，

王星拱已担任二院院长，离开北京大学后，其教

育管理经历主要涉及安徽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

大学三所大学的履职上。

（1）同安徽大学的关系

安徽大学早期的发展与王星拱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王星拱与胡适等人是最早倡议设立国立安

徽大学的皖籍学者。安徽大学成立前，王星拱多

次被推举为筹备安徽大学的重要成员。1925年7月，

安徽大学筹委会成立时王星拱被推举为筹委会主

任。1928 年 4 月，安徽大学在安庆正式办学，王

星拱被推荐为第一任校长人选，但由于种种原因，

直至 1929 年 7 月 30 日才正式上任。[7] 
王星拱到任时，安徽大学连校舍都难以支撑

教学，他不得不在校内厉行节俭，逐步解决校舍

建设问题。同时，他双管齐下，在全国聘请著名

学者、教授，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施行学分制和

毕业论文制，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但由于王星

拱此时仍实际主持着国立武汉大学的校务，两地

难以兼顾而不得不在 1930 年 6 月经多次请辞后辞

离校长职务。此后王星拱仍十分关心安徽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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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并于 1933 年接受过安徽大学的首届董事会

董事聘请。[8] 
据 1931 年出版的《省立安徽大学一览》的校

史记载，在王星拱任职期间，安徽大学的“内部

组织渐臻完备”。

（2）于武汉大学的努力

武汉大学的发展与王星拱的努力息息相关。

1928 年 7 月，受蔡元培委派，王星拱作为筹委会

委员赴武汉帮助筹建国立武汉大学，负责最基础

最重要的选址、校舍和设备等校园硬件建设工作。

1929 年 2 月至 1933 年 4 月，王世杰任校长期间身

兼数职，武汉大学校务实际由王星拱主持。同时

他还担任过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和理工学院院长、

理学院院长、以及教务长、副校长等职务。[9]1933
年 5 月，王星拱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职直至 1945
年6月。出任校长后，王星拱“一方面多方筹措资金，

主持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设工作，奠定了今日武汉

大学主体建筑的格局；另一方面规划了武汉大学的

未来发展，积极把武汉大学建设为中国名校”。[3]

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1938 年 2
月到乐山后，王星拱带领师生住旧房破庙，吃“八

宝饭”，克服“火巴病”和日机轰炸侵袭等不利因

素，维持了正常教学，期间还聘请了方重、叶圣陶、

朱光潜等一大批全国知名教授、学者成为武汉大

学主讲教师。[10] 在王星拱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大

学在抗战时期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成为“民国四

大名校”之一。

王星拱是实际主持武汉大学任期最久的校长，

“许多武汉大学的校友还认为，他对武汉大学的贡

献也是无与伦比的，并建议将校园中的一处湖泊

命名为‘星拱湖’”。[8]

（3）在中山大学的抗争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年近六旬的王星拱被

派任中山大学校长。上任后，王星拱延续了兼容

并包、学术独立的治校思想，相继从武汉、南京、

成都等地聘请了商承祚、王力、周达夫等十数位

知名学者进入中山大学任教，极大地充实了学校

的师资力量。[11] 但随着内战加剧，广州军政人员

开始干涉校务，中山大学许多爱国师生因反对“党

化教育”，反对内战和要求进步而被捕。王星拱多

次与广州军政当局交涉无果，愤而离校至香港发

表公开讲话抗议，并于 1948 年 6 月辞去校长职务，

返回安徽安庆老家。此后，因病未能再重返工作

岗位。

4.“完人”王星拱

王星拱生活上十分俭朴，常穿一件洗得发白

的蓝色长衫。1944 年春，王星拱参加白崇禧在乐

山的视察训话时，由于衣着朴素还被警戒士兵推

翻在地。[10] 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任

职期间，几所学校均处于创业建设期，王星拱不

仅要建设校园，还要聘请名师教授，往往自己节

衣缩食，也要将学校建设好，保障师生的教学生活。

对待抗战和革命，王星拱也力倡文人式自由

和民主。1932 年，王星拱在《国人今后应当努力

的方向》一文中提出中国抗战要长期在经济上与

日本绝交，并倡导全国通力合作拼命抵抗。而在

国民党实施“党化教育”，对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

及知识分子加以迫害时，王星拱不仅极力反对，

而且多方维护进步人士的安全。他因李大钊事件

而离开北京，因反对“党化教育”而离开武汉，

又因反对军政当局干涉校务和抓捕学生而离开广

州。1948 年从中山大学辞职后，“国民党当局陆续

派人送去厚金、机票和路费，催其赴台，王星拱

始终置之不理”，[12]保持了文人的气节。

对待朋友，王星拱更是尽心竭力。初到北京

大学，王星拱即与同乡陈独秀交好。1919 年 6 月陈

独秀被捕，王星拱设法营救。1920 年，陈独秀受

追捕，王星拱为陈独秀与李大钊二人雇了一辆骡

车，由李大钊送陈往天津，坐船前往上海，途中

两人“曾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为“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佳话来源。李大钊遇害后，王、陈二

人走了不同的路。但无论陈独秀于 1929 年被开除

出中国共产党，还是 1932-1937 年被南京国民党政

府逮捕入狱，王星拱始终对陈独秀不离不弃。陈

独秀出狱后，王星拱邀请陈到武汉大学演讲，还

在陈被污蔑为“汉奸”时，联合周佛海、陶希圣

等 9 人在《大公报》和《武汉日报》上发表公开

信为陈辩诬。通过陈独秀的多封书信和日记史料

可发现，在陈出狱后居无定所时，其钱款来往均

直接托付给王星拱负责转交；陈独秀晚年贫病交

迫，虽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接济，陈大多都拒

收，唯独王星拱接济的钱财从不拒绝。陈去世后，

王星拱还筹措资金出版陈的遗作《小学识字教本》。

王星拱这种无论对方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不以成

败论交情的品格令人敬佩。[5]

王星拱一生公私分明，正派严谨，得到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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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师生们的好评。其病逝于上海时，市长陈毅亲

书“一代完人”挽联纪念之。

二、王星拱的科学思想概要

王星拱的科学思想观点主要见于《科学概论》

一书，以及《科学与人生观》《科学的起源和效果》 
《去兵》等文章和发言稿。他通过文章明确指出科

学的本质在于“明物致用”，且科学具有促进人本

身问题解决和人文学科发展，人类认识发展以及

强民强国的价值，其主要观点如下：

1. 明物致用：科学的本质特征

王星拱认为科学是通过科学方法构造起来的。

科学方法有“因果之原理（causality）和齐一之

原理（uniformity）”（[4]，p.278），即事物“有因

果之关系”且“同因必生同果”。这两条原理是人

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前提，按此原理即可探寻到客

观世界的规律。他将科学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

的科学是：凡由科学方法制造出来的，都是科学”

（[4]，p.276），狭义的科学则仅指普通“街上人”

都承认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

然科学。其中“广义科学”的提法至为重要，因

为人们把握事物的规律，不管是研究物质的自然

科学，还是研究生命、精神生活、知识和人类社

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只要使用科学方法，都可

以列入科学范畴。

因此，王星拱提出科学的性质应以方法论，

而不能以内容论。他认为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

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进而，主观

世界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如“认识、

概念之成立，印象之组合，及情绪之发生，欲望

之发展等等”（[13]，p.149）人类的观念、情感世界，

也都可以如物质世界一般，藉由科学方法来探究

其共性和规律性。同时，他还认为科学方法是破

除宗教蒙昧的利器。他认为科学观察和实证的方

法不仅有利于人们认识到宗教崇拜的对象和内容

的虚幻性，而且还能破除宗教以不知为知，消除

人们“毫不研究，在开宗明义之时，就信从如此”

（[14]，p.68）的神秘和唯心论态度。因此，他认

为科学方法不仅是人们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法门，

同时也是人们认识自身精神世界规则的“钥匙”。

概言之，就是科学方法能帮助人们“明物”。“明物”

就是让“物”的规律清晰明了地彰显出来，“物”

既包括自然物质，也包括人。

同时，王星拱认为科学的核心特征还在于“致

用”。在《科学与人生观》一文中，他写道：“我

们是要生活在世界上的，并且是要改良现在的生

活，而求得较好的生活的。我们既不能‘返朴归

真’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应当把这个世界上的人

类生活切切实实地维持，一步一步地改良。”而“维

持生活改良生活的无上利器”是“智慧”，科学就

是这种“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的智慧，是“比

本能高千万倍”的“智慧发达之最高点”，因此要

维持和改良人们的生活，就要让科学可以“致用”。

他认为若科学不能“致用”，不能使物质生活得到

保障和改善，则再好的学问和知识对生活来说也

是无用的。如“实验主义家把价值和本质混在一

处”，或像“我们中国一班穿长衫的先生们”都逃

入到“一个笼统的橡皮性的玻璃球里边”去讨论

问题，而不是“切切实实”地去做，是改变不了

“北京城连一个消粪场都没有，到了暑热的天气，

还有许多粪车在街上横行”的现状的。他认为“我

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把在这个世界实现的

东西，弄得很美满的”，因此，只有利用科学改造

物质世界，使物质世界为人类所用，并促进人类

发展，让物质世界和人类生活都变得很“美满”，

科学才具有了其本身的意义。（[4]，p.286）

故此，王星拱认为科学的根本在于能够阐释

物质的运行规律，即科学能“明物”；科学的核心

则在于能使物质契合人的需要，并促进人的发展，

即科学能“致用”。“明物”是“致用”的前提，“致

用”是“明物”的目的，“明物致用”则是科学遵

从物质规律性和人类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本

质特征。

2. 指导人生：科学的价值特征

关于科学有什么用，王星拱认为科学不仅能

“明物致用”，关键它还能解决人生（或人生观）

问题和伦理问题，并能促进哲学及美术等人文学

科的发展。

在科学与人生问题上，王星拱认为科学能解

决人生（观）问题。王星拱在《科学与人生观》

一文中力倡在科学认识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人生

观”，即“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

至于身体力行”。（[4]，p.277）在他看来，人生观

无外是“生命之观念”与“生命之态度”。就“生

命之观念”而言，“地球上的生命，必定曾经有一

科学人生观：王星拱及其科学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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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从无机物质进化而来”，（[4]，p.282）因此人

的生命，也只是自然界进化的一个阶段。人的生

命活动，包括智慧活动，“也不过是天然活动中之

一部分，和无机界之活动，也没有根本的区别”。

（[4]，p.283）尽管研究人生问题的因子较为复杂，

但研究无机物质的科学，仍可应用于研究人生问

题，因为人的生命终究是物质活动的一部分；就

“生命之态度”而言，王星拱认为人的意志、感情

和人生观都受遗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研究遗

传、环境和教育问题，同样可解决生命态度问题。

他举例说战争和危难中人的自我牺牲行为显然与

人的天性本意不符，说明人的意志在特定时空往

往受环境支配；而人的感情与人类求生活及求较好

生活的欲望是否得到满足相关，且可以通过一定

的方法去调节和控制，说明感情的发生和调控都

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人生观则直接决定于“先天的

遗传和后天的教育”，不同遗传因素和不同教育状

况下的人的人生观不同，但同样的遗传因素及受

过类似教育的人的人生观大抵都相似；而且“人生

观虽不能统一，但是人生观由于遗传与教育而定，

这一个原理是统一的”，（[4]，p.285）也就是说人

生观的形成规律是确定的。并且，“科学的人生观，

就是要求真实于生活之中”，（[14]，p.38）既然生

活的物质方面是真实的，精神方面也是有规律可

循的，而且人生观涉及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用科

学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那么“科学可以解决人

生问题”这一判断也就不难作出。

在科学与社会问题上，王星拱认为科学有利

于人们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指导人们解决社会伦理问题。王星拱提倡物我统

一观，认为科学的因果律是人类社会产生和谐伦

理的重要推动因素。首先，他认为物我不能两分，

因为就物质层面来说，“‘我’的生命，就是许多

细胞的生命集合起来”（[13]，p.186）的，“我”

本身也是一种物，“我是物的一分子，物是我的环

境”，（[14]，p.38）“我”不能离开物而独立存在；

而从精神层面来说，那个自我建构的精神的“我”，

也是人本身对感触经验的组织，“物质的我，既是

和外界的物互相交换变迁不息的，精神的我，又

是由于先天的生理组织，和后天的器官经验所规

订的”，（[13]，p.192）那么，物质的我和精神的

我都与物质相连而不能分开。同理，每个人的物

我关系也都是相连的，每个人都是整个物质世界

的一部分，每个人也都是他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物我统一观让人们明白我和环境、他人是

分不开的。其次，既然物和我分不开，那么物的

规律与人的规律也是分不开的。物的规律——因

果律，同样也适用于人的规律。“避死趋生”、“离

恶向善”是人的天性和人性的规律，仅凭“道德

的自觉心”无法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良善世界，“后

天的经验”才是改善人的道德所能凭藉的。而品

性在实践上就是意志的稳定趋向（或善或恶）。按

科学因果律——“有因必有果，同因必同果”的

说法，这种稳定性是后天经验积累的结果，可以

通过施以教育这个“因”，来获得良德这个“果”，“所

以政治教育，以及一切社会制度，都要把人类往‘以

利他为愉乐’的一条路上引去，才能收获使人勇

于为善的成功”，（[13]，p.201）从而解决“利己”

这个伦理问题。再次，科学因果律反映在善恶观上，

就是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这种善恶因

果律也能促使人们从善弃恶，树立正确的伦理道

德观。王星拱认为科学的物我统一观和因果律能

让人明白个体行为的社会影响，以及善恶的因果

联系，并通过教育、修养等方式来解决利己利他、

善恶等人生伦理的基本问题。

在科学与思维问题上，王星拱认为科学与哲

学互为补充，共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作用。

王星拱通过分析科学与哲学的学科关系，提出人

生既需要哲学的思考，也需要科学的行动。他认

为从现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看，“科学是真哲学”

（胡适语），即科学本身就是从哲学分化而来，可

以直接归入哲学大门类；而从现实来说，哲学的发

展也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尽管科学与哲学在形式

上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发展速度有较大差异，但

哲学原理的综合需要科学事实的分析，哲学中的

结论需要科学实验的证明，解蔽一项事物的原理，

既需要“哲学家的脑”，也需要“科学家的手”。

并且，科学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

和源泉。科学的发展不仅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素

材，提供了方法，提供了验真，在学思一途，科

学的发展也直接是哲学的发展。因此，“哲学与科

学之范围，（既）不能有此疆彼界的区分”，（[13]，

p.160）二者分工合作，才能解决哲学争论过多和

科学分界太严的弊病，才能解决人们生活中思考

与行动不统一的弊端。故此，他反对文理分驰，

倡导文理贯通，主张人生既需要有哲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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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有科学的行动，两者互相配合，才能营造

科学人生。

而在科学与美的问题上，王星拱认为科学与

美术是人生动作的一体两面。“科学起于智慧的动

作，美术起于情感的动作”，（[13]，p.162）智慧

和情感是人生的两个方面，科学和美术也是人生

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统一于同一整体的相互联系

的要素。科学补充美术的各种现实要素，而美是

科学的追求。如直接研究美术的科学——美学，

可以帮助美学家建立美术理论，引导其走向成功，

也“可以帮助美术之爱者构成审美的判断，增加

赏鉴的愉快”；（[13]，p.173）不直接研究美术的

科学，也“可以增加美术的材料”、“可以改善美

术之工具”。（[13]，p.173-174）反过来，美的“两

个不可缺的元素：一是秩序，一是谐和”，（[14]，

p.14）也是科学的根本追求。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

“同点”，发掘“秩序”，寻求“和一”，摒除紊乱，

摒弃冲突，也就是心理上异中求同的精神的美。

王星拱对科学与人生、伦理、哲学及美术关

系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科学起源于哲学及人们

的求真善美之心，科学的发展有利于人们将所想

付诸实践，有利于人们追求人生的完美。

3.“去兵”：科学的人类贡献

王星拱是提倡“科学强民”、“科学救国”、“科

学兴邦”的教育家之一。他对科学比较独特的论

述是他认为发展科学可以“去兵”。在《去兵》一

文中，王星拱对科学何以能“去兵”进行了详细

论述。

首先，王星拱认为科学能提高人的觉悟和素

质，增强人们爱国爱民、为国效力的意愿。王星

拱认为科学不仅能提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还能

提高人们对群体、对国家、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个

人与群体、国家、世界关系的认识，进而生出甘

愿为国为民效力之心。他认为“兵有凶之性质”，“强

暴”为兵之“本分”，未受教育开化的民众，很难

认识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因而也就难以理解助他利人，更谈不上爱国爱民，

为国效力，故此，于内易为“乱民”，对外则易怠

惰。尤其在战争状态下，人都有保全自己，让自

己生活得更好之心，若无死心竭力为国效命之心，

只有为军饷而去之意，不仅不能对战争产生积极

影响，甚至还会成为战争的负面因素。若民众受

到科学教化，明白物之规律，懂得人之法则，清

晰个人、国家、世界之间的关系，则对内安顺良善，

服法文明，无“乱民”之虞；对外“一旦国家有事，

皆愿身执干戈，非为军饷而来也”，（[14]，p.14）

如此兵不必常备，国土不必忧守。

其次，科学也能帮助人们掌握技艺，增强民

众为国效力的能力。王星拱认为“今日军中所用

之大炮，飞机，飞艇，潜水挺，冲阵车，种种新

奇之军器，皆由科学而来。无科学知识者，不能

御用，即不能为能战之兵”（[14]，p.14），现代

战争不再是冷兵器时代的体力拼争，而是高科技

的拼争，是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的拼争。若民众

未能掌握一定科学知识和高科技军事产品操作技

能，既使有爱国之心，有为民效力之意，参与到

战争中来，也得花费四五年时间才能让他们掌握

各种战争器具的使用方法，不仅贻误战机，还容

易导致在战争中处于劣势。但“若以一工科学生，

或工厂之工程师充之，则不过四五月，师可出阵，

因大炮飞机……各种之机械，与其在学校中或工

厂中所练习之机械，无二理也”。（[14]，p.14）因

此，科学的普及能增强民众为国效力的本事和能

力，使之成为“强民”。而产生“强民”的途径是

进行科学教育，使民众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也

增强为国为民效力的素质和技能。也就是说，他

认为只有重视科学和教育，才能强民，才能救国，

才能兴邦，才能“去兵”，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再次，科学发展能创造更好的实业和兵器，

不仅能在战争中获得优势，还能给对手以威慑，

实现“去兵”也能保和平的目的。王星拱认为“兵

之用器”也是战争的关键因素，兵器的好坏与多

少都直接影响战争的形势。兵器的好坏主要由科

学技术决定，兵器的数量则由可供资用的实业支

撑，科技不良则器用不精，实业不振则军器不继，

战有长物则兵势可倚，实业可资则战势可控。因

为兵器只能备两三年之用，时间太长则“器用不

良”，故此战时用的兵器只能现造。如果科技发达

且拥有充足的相应水平的实业，则实业随时可转

换为兵器工业以供战时之需。科技发达且实业振

兴，则不仅可供战时之需，也能增加兵器的科技

水平和威慑力，使世界保持“均势”而不敢越矩。

因此，只有“发达教育，振兴实业”，才能利用科

学处理国内稳定和国际争端问题，才能“去兵”，

才能最终达到救国兴邦、世界和平的目的。也因此，

科技的高度发达，不仅能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物质

科学人生观：王星拱及其科学思想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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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也能为人类带来和平的生存环境。

此外，王星拱对科学宇宙论、科学方法、科

学的缘起和功用（[14]，pp.32-40）等均有一定论

述，尤其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宇宙论上有一

定建树，本文不再赘述。

三、王星拱科学思想简评

王星拱站在科学家、教育家的角度阐明了科

学的“明物致用”性质，明确论述了科学的人文

价值特征，并指出科学方法的认识作用，还对科

学的强国强民、救国救民价值进行了比较独特的

论述（认为科学发展后可以“去兵”），形成了比

较独特的科学思想体系。他对科学及其价值的论

述精辟而独到，并且，他相信科学之功用不仅在

物质幸福之增进上，也在精神界知识界之崇高上，

更在强民强国及人类和平发展上，因此，他身体

力行地“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用以改

造国民落后的思维方式和陈腐的价值观念”，[15]在

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教育事业发展，促进科

学与人文融合方面殚精竭虑，贡献突出。

王星拱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

源于批判学派”，[16]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力倡科

学方法万能论，也带有绝对主义色彩；其从学者角

度来考量和倡导科学及其价值，格局还略显局促。

尽管如此，王星拱的科学思想和实践对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方法，反对当代的科学与技术混谈，

伪科学、科学功利化、迷信盲从等现象，促进我

国科学事业发展，仍然具有现实借鉴和指导意义。

总之，王星拱主张科学回归现实生活，提倡

以科学方法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类发展

问题，倡导以科学方法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提

高国民素质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进而达到“去

兵”的观点，一定程度上辨明了科学的本质与价

值，在高举“科学”、“民主”大旗，以及民众迫

切需要科学的时代，他站在学者角度倡导和强调

了科学的“明物致用”发展方向，这是值得肯定的。

王星拱因此被人们誉为“自严复以来 20 世纪中国

科学主义思潮发展的一座里程碑”。（[13]，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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